
王 铭 铭

由 张 光 直 想 起 的

两年前
,

张光直先生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

那时他只有七十岁
。

我曾于学生时代接触过张先生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声名 已高

的张先生
,

以一如既往的
“

低姿态
” ,

应邀担任我组织的
“

学生人类学社
”

学术顾问
,

他还一度应邀
,

亲 自到厦门大学为我们做了一场关于
“

中国文

明起源问题
”

的报告
。

张先生面对的是刚入门的学生
,

而他却
“

如临大

敌
” ,

严谨如常
,

丝毫没有怠慢听众的意思
。

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后

来我再也没有机会向张先生求教
。

倒不是没有再见过他
,

记得数年前在

台北南港
“

中研院
”

学术活动中心
,

我看见张先生被搀扶着前去上班 (那

时他任
“

中研院
”

副院长 )
,

体力 已显疲惫的他
,

有神的大眼睛却没有失去

一直有的光芒
。

我没敢认他
,

是生怕他不能认出多年以前众多
“

小学生
”

中的一个
,

更是不愿为了显露 自己与这位伟人的相知
,

而给他平添没有

必要的琐碎记忆
。

我宁愿让张先生忘了
,

随着他的忘却
, “

无知而无畏
”

的

我
,

也能得到再度的荡涤
。

可是
,

我忘不了张先生
。

他那场关于考古学的

讲演
,

让当了这么些年
“

考古学的叛徒
”

的我至今念念不忘
。

一位同学私下曾评论说
,

张先生的考古学
,

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了人

类学的新鲜空气
。

这确是我们几位转向人类学的背景之一
。

然而
,

我想

说
,

张先生给我们的教诲
,

是在 一个一度失去深度历史关怀的学科里
,

重新灌输了考古学的养分和历史的意识
。

八十年代中期
,

我从考古学转学人类学
,

并非完全是个人选择所

致
,

而与当时厦门大学考古学和民族史的
“

人类学转 向
” ,

有着莫大的关

系
。

作为年轻的学生
,

对于这个学科的转向
,

我们是
“
偷着乐

”

的
。

学科建

设的事情
,

都由我们的老师承担
,

我们这些偷徽的学生
,

只要悄悄地吃

着他们产出的果子就够了
。

至少
, “
人类学

”

这个名称
,

比起
“

考古学
”

这

个名称要新鲜一点
。

读考古学
,

我们要翻阅考古杂志
,

而那些杂志时常

有
“

过刊
” , “

过刊
”

里的发掘报告是不错
,

可是杂志的扉页总要写着毛主

席语录
,

如
“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

这让人误以为
,

考古学是在为一



个过 了时的意识形态服务
。

而 人类学则不同
。

据那时 的老师说
, “

人类

学是一门新兴学科
”

,

在知 识面上远 比不断挖掘历史上的
“

阶级 斗争
”

和
“

社会 ( 斗争 ) 形态
”

的学问要广
。

更有甚之
,

据说时 至八十年代中期
,

还

有人痛恨人类学
,

说人类学是 一门
“

资产阶级学科
” ,

并服务于
“

资产阶

级的异化论
”

这
一

批判
,

没让我对人类学产生反感
,

反 而引起 了我的期

待
。

于是
,

我先是偷着感谢张光直
,

认为他为我们离开考古学铺了路
,

接

着感谢我们的老师
,

认为他们为我们找到 了不需 回归的理由
。

从那时算起
,

我 已经花 了二 十年时间读人类学 了
。

这二十年的大

部分时间
,

花在与考古学划清界线的
“

努力
”

中
。

我学习社会人类学
,

虽

暗自不满于它 的
“

非历史性
” ,

却没有因为这一不满或其他原 因而回归

到考古学
。

对 于历史
,

我还是喜欢的
。

不过
,

我能运用的历史资料
,

被局

限在个别地方 的个别文献和个别 口述史
。

原 因很多
,

其中能借用 来为

自己的肤浅和狭隘找到
“

理由
”

的也存在
。

比如
,

社会人类学师友们
,

时

能知道我的
“

历史情结
” ,

便告诫我说
, “

人类学家关心的历史
,

往往需与

今天产生关系
” 。

这话中有话
,

包含的意思应有两层
:

一层是
,

这种被人

类学家关注 的历史
,

需是
. `

主观的历史
” ,

是人们的
“

社会记忆
” ,

它虽 可

能有
“

事实的依据
” ,

其在人类学中的存在
,

却需主要以
“

历史作为文化
”

这一联系为前提 ; 另 一层是
,

现代人类学家关注的历 史
,

已不再是 以往

那种漫无边 际的
“

人类史
” ,

它需特别限定在与当今世界的格 局生成过

程有关的
“

近代史
” ; 就

“

中国史
”

而论
,

人类学家关注的历史
,

最早不 应

超过清代这个转折时期
,

因为是这个时期
,

才开始表现出人类学家长期

关注的
“

传统
”

与
“

现代
”

之间的文化矛盾
。

丧失历史的深度
,

也许是一些社 会人类学家获得生计的手段
。

这

一点
,

想在社会 人类学这门
“

非历史性
”

的学科中谋取地位的人
,

最清楚

不过 了
。

然而
,

我能承认历 史是人类学的边缘
,

但却一直反对在历史与

人类学之间划 出一条过于清晰的界线
。

况且
,

如果说历史已是边缘
,

那

么
,

考古学 呢 ? 它就什么东西都不是 了吗?

带着疑惑
,

我也想起了张先生
。

在我的一 位老师多年前编的一 本

文集中
,

我看到张先生 的 《考古学与 (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

学 >》一文 (载 于《建设中国人类学》
, _

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 一年版 )
。

这篇



文章现在被列人张先生《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的开篇
,

四年前 (一九九九

年 ) 由北京三联书店印行
,

想必 已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

这里只需强调
,

张

先生在文章的开头
,

已提出了我们今天还在思考的问题 :

一
、

在
“

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
”

的建设上有没有考古学的地位 ?

二
、

如果考古学在人类学这门学科里 占有一席之地的话
,

有没有
“

具有中国特色
”

的考古学 ?

三
、

考古学的建设能否在
“

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
”

之所以
“

具有 中

国特色
”

上面做出重要的或甚至是独特的贡献 ? (上揭书
,

第 29 页 )

张先生说
,

在传统学科的分类上
,

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确有不同的来

源
。

大略说来
.

美洲的考古学
,

因研究的对象与人类学 同属不同于西方

文明的土著文化
,

故产生
“

美洲 的考古学便是人类学
,

不然它便什么都

不是
”

的情形
。

在 旧大陆
,

考古学与人类学分别研究欧洲本土文明的历

史进程与殖民地种族与文化
,

因而在学科上各 自独立
。

传统上
,

中国的

考古学先属于
“

金石学
” ,

后来改为历史学的一个部门
,

与我们这个国度

中历史文献记载的丰富有密切关系
。

世界不同地区的考古学与人类学

学科关系是不同的
,

而这种不同又与不同地区的传统与时代变化有直

接关系
。

对张先生而言
,

变化的学科关系说明
,

固守学科的传统界线不

但没有必要
,

而且有碍于学科 自身的蓬勃发展
。

社会人类学所观察研

究的是现代文化与社会
,

但这些社会的历史的产物
, “

对它们的了解需

要相当的时间深度
”

( 同上
,

第 31 页 )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

考古学是供给

人类学从事历史研究的重要工具
,

甚至是主要工具
” 。

对于中国这个历

史悠久的文明
,

要建设
“

具有中国特色 (或任何特色 )的人类学
” ,

考古学

应有一席之地
。

这一能为建设
“

具有中国特色 (或任何特色 )的人类学
”

提供帮助的

学科
,

本身是不是有足够的特色 ? 中国考古学在宋代以金石学为形式
,

连接了传统史学的
“

春秋大义
”

与现代史学
,

到民国年间又 以殷墟发掘

为发展的新起点
,

在文字史与文物考古之间架起了桥梁
,

使人类学的史

前史研究与中国文化的发展研究结合起来
,

使中国考古学具有
“

中国学

派
”

的若干特色
。

一如张先生指出的
,

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
, “

考古学研

究上所看到的中国文明起源的程序与动力已经在社会科学上对文明国



家起 源的 一般理论有很鲜明的启示 了
”

因此
, “

把包括考古学在内的中

国史学研究作为严整与创造 一般理论 的一个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的人

类学 的 一条大路
”

(同 卜
,

第 36 页 )

在学科变幻不定之时
,

张先生 的那
一

席话如引起同人的质疑
,

倒也

不必惊沱 其 中 一种怀疑或许是可 以接受的
:

张先生是 否以 自己 的学

科为本位
, “

企图
”

将人类学推向他专长的考古学 ?带有些许
“

自恋
”

和恶

意的人
,

则可能以 自己有限的
“

民族志
”

为
“

重中之重
” ,

坚持认为人类学

就是对个别村庄或族群所做的完整的
“

客观描述
” ,

而 在这中间考古学

是没有必要的
二

但我们不能忘记
,

张先生曾是哈佛大学 人类学系主任
,

说他的考古学不是人类学
,

问题恐怕更为严重的不规范
。

曾几何时
,

中国人类学 主要研究古人类化石
,

今天 因对 田野人类学

的资助变得
“

厚重
”

起来
,

更 多人 (包括我在内 ) 又主要 以研究现代农村

和少数民族社区为己任
二

然 而
,

出于个人的趣好 以及对事实的尊重
,

我

还是愿意
“

逆潮流而动
” ,

来坚持 一个主张
:

多年前张先生提出的结合考

占学和人类学来提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
“

文明论
” ,

对于创设
“

具有 中

国特色的人类学
” ,

有着关键的重要性
。

现在中国学界谈 人类学 的
“

结构

论
”

和
“

后结构论
”

的人多起来了
。

随之
,

忘记或不知社会人类学结构论

的根源之一乃是法国社会学家葛兰言 ( M ar ce l Gr an et ) 的上古中国文明

研究的学者之数量
,

也成 正比增加
。

可是
,

我们至少需要记得张先生 的

那个 主张
,

从一个贴近 中国现实的角度
,

表达 了他的学术理 想
,

这就是

以实证的考古学证据
,

来重新建构上古时期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
。

其

中
,

张先生特别重视从物质文化的研究
,

来推知中国文明中
“

礼
”

这个概

念的核心地位
,

而这也正是社会学家葛兰言的追求
。

为 什么中国人类学 一定要结合古史的研究 ? 为什 么文 明论 对 于

“

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
”

有这样的核心地位 ? 生活于不同年代和不 同

文化背景中的葛兰言和张光直
,

各 自从具体的研究做了回答
。

从广泛

的意义上说
,

这些 回答表明
“

关于文明的人类学
” ,

是对
一

那种将人类学看

待成研究
“

无文字
、

无文明
、

无国家
”

的学问的欧洲中心 主义学术观的一

种反叛
。

这一反叛
,

不单是在意识形 态层次 上表达出来的
,

而 且是脚踏

实地的学术活 动
,

与人类学家研究的区域之具有的文化特殊性联 系起



来
。

这样的研究
,

相 比于那些将个别社区切割出
“

大社会
”

的研究
,

相比

于那些简单重复个别
“

少数民族
”

社会形态特殊性
,

而有意无意忽略
“

大

小
”

之 间关系格局的人类学研究
,

具有更为浓厚的
“

本土意味
” 。

张先生离开我们两年 了
。

人类学的文明论能得到多大的发展 ? 这

个问题的解决
,

富有风险地落在 了新一代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身

上
。

新一代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
,

似乎仍然需要洞悉
“

文明的进程
” ,

看到上古王权宪章中的
“

礼
”

及其在
“

晚期中华帝国
”

中的延伸
,

以及地

区性文明体系内在的
“

关系结构
” ,

如何得到充分的解释和尊重
。

古代中国的
“

礼仪
” ,

能在发掘出来的
“

礼器
”

体系中呈现
,

也能在帝

王将相 以至平民百姓的
“

阴宅
”

和
“

阳宅
”

中
“
出土

” ,

更能凝聚在诸如玉

这样的特殊物质中
。

这些物品和空间布局
,

生动地展现着古代中华文

明成为一个文明体系的核心进程
,

也典范地铸造着史前史与文明 史之

间的链条
。

可 以想见
,

物质文化的文明进程
,

表达着潜在于其中的
“

看不

见的
”

社会进程
。

对于后者
,

人们知道关键的步骤是从人与人的交际领

域展开的
,

而所谓
“

交际领域
”

的核心动态
,

又是社会人类学的交换理论

感兴趣的
。

如有不少学者关注到的
, “

礼
”

的生成过程
,

可能正是史前共

同体的两性社会关系
,

迈向共同体间的互惠交换
,

再迈向有费孝通所谓

的
“

差序格局
”

或一般称之为
“

等级 ( ih
e

~
h y )

”

的进程
。

在这个进程中
,

包含着
“
社会复杂化

” ,

即
,

社会从互惠交换模式转向
“

差序格局
”

下的
“

礼不下庶人
”

或晚期中华帝国的
“

礼下庶人
”

的模式
。

我从新一代人类学者的研究中看到
,

物品从泛泛而论的
“

可 以交

换
” ,

到存在
“

可交换
”

与
“

不可交换
”

之别
,

正是这个转型的核心内容
。

例

如
,

赵丙祥从葛兰言笔下的《诗经》及他解读的 《礼记》
,

看出 了中国人类

学的一线光芒
。

基于这一学科的想像
,

他又说到中国人类学家要研究

我们这个文明古国
,

不能将眼光局限在与
“

原始社会
”

可 以比拟的
“

风

俗
” ,

而要注重看到上古的
“

王权
”

如何在仪式的神圣交换领域中得到创

建的过程
。

在社会人类学中
, “

神圣王权
”

的概念
,

竟是在对
“

无国家社会
”

的研

究中提炼出来的
。

它一般指的是通过象征
、

仪式和宗教
,

而非政治暴力

手段来确立的权威中心 (经常集中于神圣化的个人身上
,

而其权威的不



可让渡性
,

主要在物质文化领域得到表达 )
。

现在
,

赵丙祥将这个来 自
“

当代原始民族
”

的概念
,

纳人到他对上古中国礼仪制度与政治制度创

设过程 的研究中
,

试图洞察 一个历史的延续性
,

并从学科意识上将社会

人类学那些 活生生 的民族志记述
,

与历史文献和考古学呈现的相对
“

固

定
”

的图景联系起来
:

我在这里面看到 了张先生陈述的中国人类学 的
“

文明论
”

的 印记
,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人类学的一个特色
。

赵丙祥做的人类学
,

是一种沉浸于古史的人类学研究 ;而从这样的

人类学可能提炼出来的理论
,

绝非如我们想像的那样局 限于解释古史

时期
。

诚然
,

多少个春秋前徐旭生先生写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

堪

称最典范的历史人类学论著
.

它 已从一个独特的角度
,

重现了后来广受

注 目的
“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

的构成原理与历史进程
,

为人类学家

述说了古史能给予关注现世社会的人类学的启发
。

不过
,

比这样的论

著更具体一点
,

我们似尚需更多研究
“

互惠交换
”

到
“

上下之别
”

(礼仪制

度 ) 的制作过程
。

至于这 一点
,

值得注意的是
,

社会史学界一度 以为自己

的研究特色是区别于
“

帝王将相史
”

的
“

底层社会史
” 。

这一接近
“

平民百

姓
”

的历史
,

最近已被证明是不充分的
。

历史人类学家萨林斯 ( M
a sr ha ll

aS hl i
n s

) 在多部著作中反 复强调
,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
,

在其仪式和政治

舞台
_

L二扮演主要角色的头人
,

往往构建着这个社会的整个
“

宇宙观结

构
” ,

因为就是这么些人
,

从神话和仪式两方面
,

表述着社会的
“

内外
”

与
“

上下
”

关系的结构— 或者说它们的肉身
、

装饰与行为
,

本身即为这一

结构的表现
二

这样的论述
,

曾被社会史学家批判为
“

帝王将相史
” ,

但在

今天却在中国历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中
,

找到了切 实的依据
。

以往的一般人类学论述
,

将农民与少数民族描述成
“

无文字社会
” ,

搬用西方人类学家在偏远 的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民族志展开描述
。

这

使大批的学者没有看到
,

所谓
“

文字下乡
”

的历史并非是近代之文化现

象
。

在历史 人类学的原野中
,

四处分布着与农 民和少数民族生活息息

相关的文字
。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
,

这些文字
,

记载着历史本身 ; 而对于历

史人类学家而 言
,

这中间表述的
“

大小传统
”

的关系
,

与
“

教化
”

这个概念

有着密切联系
。 “

教化
”

是什么 ?它的内涵远远超过现代
“

教育
”

这个概念

所能包含的
。

从根本
_

[ 说
,

就是包含
“
上下之别

”

的礼仪
、

象征
、

知识
、

信



仰
、

伦理等等被人类学家总结成
’ `

文化
”

的东西
,

与所谓的
“

民俗
”

实现互

动的过程
。

这从另一个侧面
,

说明张光直先生主张的考古人类学
,

通过

特殊的
“

教化
”

历史的研究
,

能与明清
、

近代以至现代中国文化的研究产

生相互印证和启发
。

在中国历史上
,

以礼仪的
“

教化
”

来定义
“

天下
”

的
“

差序格局
” ,

曾产

生
“

化内
”

与
“

化外
”

的区分
。

用一个不恰当的 比喻
,

这一区分有点像是人

类学常用的词
, “

本文化
”

与
“

异文化
”

、
“

我
”

与
“

他者
” 。

提到这个
“

不恰当

的 比喻
” ,

是考虑到文明史上的
“

差序格局
”

所可能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

在最近一次闲聊中
,

法学社会学家朱苏力先生打趣说
: “

西方 (社会 ) 人

类学原来是研究殖民地民族的
,

与殖民主义有密切关系
。

中国引进这

门学问
,

又没有什么殖民地
,

只好研究少数民族和农民了
。 ”

他进一步

说
,

中国人类学如要有 自己的体系
,

需要像后来的国际人类学那样
,

将

人类学当成一种
“

普遍的学问
” 。

苏力的这个说法
,

恐怕有人类学同事会

反对
,

但在我看来
,

确实
“

不幸言中
”

了我们学科的要害
。

在相当长的时

间里
,

中国 (社会 ) 人类学 (或 民族学 ) 确实主要研究少数民族和边缘社

会群体
。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
,

我对这一点没有什么异议 (我认为研究什

么不是问题
,

怎样研究才是问题 )
。

可是
,

我以为有必要注意到
,

我们在

研究一个
“

少数民族
”

或一个
“

农民社区
”

时
,

为了
“

方法的便利
” ,

通常将

自己的视野固定在那个民族和那个社区本身
,

将它
“

隔离出来
”

作为一

个研究单位存在
。

这样一来
,

通过民族志的论述
,

我们便
“

话语上造就

了
”

这样或那样的
“

民族
”

或
“

社区
” 。

就
“
民族

”

来说吧
,

最近两三年
,

我在云南做了几次简短的考察
,

也

粗读了一些历史文献
,

思考之路上总是想到一个问题
:

被我们现在看成

是单独的
“

民族
”

的许多群体
,

曾在历史上有过类似于文明史的关系
。

比

如
,

民族史家常告诉我们
,

在南昭一大理国时期
,

所谓的
“

六诏
”

与当地

的国家构成的对比
、

交换和相辅相成的关系
,

恐怕很难被形容成个别民

族与个别民族的关系
,

单独的
“

民族
”

概念则更难成立
。

我于是想到费孝

通的
“

多元一体格局
” ,

认定那个时期的云南也存在一个
“

多元一体格

局
” 。

可是
,

怎样在人类学研究中展现这种
“

多元一体性
” ?相对于传统人

类学这一
“

多元一体性
”

的民族志展示有什么意义 ? 我想举一个具体的



例子说说自己 的看法
。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
,

著名人类学家许娘光先生曾在大理喜洲做

田野调查
,

写出了他的力作《祖荫之下》
。

这本书将大理地区的乡镇文化

形容成典型的汉人文化
,

说这里的家族和祖先崇拜
,

代表了 一般中国百

姓的
“

香火接续
”

的观念
,

在西方理解中国文化的努力中
,

这本书做了巨

大贡献
。

然而
,

今天 到大理却能发现
,

喜洲 的百姓属于被正式认定为五

十六个民族之一 的白族
,

而我有 一次随博士研究生前往该地调查
,

问及

当地人 的来历
,

一位农人竟说
: “

来自南京应天府
。 ”

到底
“

来 自南京应天

府
”

的人们
,

怎样成为
“

白族
”
?或者倒过来说

, “

白族
”

百姓怎样变成 自称
“

来 自南京应天府
”

的人 ? 问题可以争论
,

但它本身却就是一个事实
,

那

就是
,

当许先生
“

误认为
”

喜洲文化代表汉人文化的时候
,

他并没有全

错
,

因为这个地方的人们曾在历史上接受汉人文明
,

从
“

化外之 民
”

变成
“

化内之 民
” 。

然而
,

我们也可以认为
,

也许是因为当时还 没有
“

民族识别

工作
”

这一说
,

也许是因为他彻底地将喜洲说成
“

中国的缩影
” ,

许先生

确实连提也没提
“

白族
”

与
“

南京应天府人
”

的综合到底是怎样生成的
。

与许先生一样
,

新一代人类学者梁永佳二 0 0 二年在喜洲呆 了将

近六个 月
,

在 田野工作的过程中
,

梁永佳对许先生没有描述的祖先崇拜

之外的
“

地域崇拜
”

进行了细致考察
,

并写了一篇博士论文
。

这篇论文不

追求历史人类学的
“

历史深度
”

之挖掘
,

却从 比较平面的观点铺陈了 当

地
“

本主崇拜
”

和
“

非本主崇拜
”

的信仰
、

神庙与仪式体系
。

论文还针对这

个地 区那一特殊的文化综合性展开探讨
,

指出当地存在的
“

本土社会理

论的体系
” ,

主要以仪式地理空 间的双重性为特征
。

据梁文
,

喜洲当地的

诸多节庆和朝拜仪式在地方性与非地方性之间勾画出一个复合的
“

神

圣等级
”

秩序
。

尽管历史 上
“

本 主
”

与
“

非本主
”

仪式究竟
“

族性

(
e ht icn i}t )

”

来源为何仍有待考察
,

尽管它们之间的交叉情况很多
,

但梁

文强调 了这些复杂性构成的
“

双重结构
”

如何反映喜洲历史 中当地人与
“

白族
”

王权
、 “

地方感
”

与自上而下传播的
“

教化
”

构成的复杂关系
,

从而

以一个新 的角度呈现了许先生 的民族志 中没有记述 的过程
。

这一研究属于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近期转变的一 个代表性事例
。

这个转变是什么 ? 我以为大致 是这样的
:

三四十年代的许先生仍以结



构一功能主义及后来接受的
“

文化与人格
”

理论为研究的理论依托
,

采

用的是将文化单一化的民族志方法 ;相比之下
.

受到结构人类学和历史

人类学影响的梁永佳
,

则看到 了这种民族志方法的不足
,

于是将注意力

集中于
“

地方感
”

的
“

内外
” 、 “

上下
”
关系的辩证法上

。

后者无非也是一种

民族志
,

尽管作者追求一种学理意义上的人类学田野地点的
“

再研究
” ,

但并不完全拒绝地方中心的研究方法
。

然而
,

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方法

论修正中
,

我隐约地看到解释大理历史上白族国家文明与它的
“

少数民

族
”

(六诏等 )
,

以及这个文明体系遭受元明
“

朝贡体系
”

的覆盖之后
,

产

生的文化转型 (而我也认为这一转型
,

正是梁文所说的
“

本土社会理论
”

的
“

双重结构
”

生成过程的关键 )
。

也就是说
,

经过修正的民族志方法
,

在

一定程度上也能呈现广阔而复杂的
“

文化关系结构史
” ,

更能从一个侧

面说明
“

地方性知识
”

的研究
,

不能脱离研究范围更广
、

视野更开阔的文

化史研究
。

张先生的论述与这一民族志方法的修正之间
,

存在着某种藕断丝

连的关系
。

上面引到张先生对于考古学与人类学学科关系所说的一段

话强调
,

通过考古学研究看到的中国文明起源的
“

程序与动力
” ,

已对社

会科学的文明理论产生重要启示
。

因此
, “

建设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的一

条大路
” ,

摆在了我们面前
,

这就是
,

人类学家应
“

把包括考古学在 内的

中国史学研究作为严整与创造一般理论的一个基础
” ,

从而对于社会科

学的文明论做出更进一步的贡献
。

我这里零星地提到一些人类学研究

的新事例
,

想通过它们来阐明的观点无非是
,

张先生从考古学
“

发掘
”

出

的具有一般社会理论色彩的文明论
,

既说明考古学研究的成就在建设
“

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
”

中必然有它的重要地位
,

同时也说明
,

这一
“

有

中国特色的人类学
”

要得到创建
,

就需要打开学科的门户
,

使 自己脱身

于人类学家曾经为自己设下的框套之外
。

弦外之音无疑正是
:

僵化地

坚持固有的
“

民族志传统
” ,

而无法洞察
“

文明 的进程
”
及其文化结果的

“

人类学
” ,

不仅无助于人类学学科的发展
,

而且终将使这门学科失去洞

察
“

社会事实
”

的能力
,

使之落人
“
坐井观天

”

的境地
。

二 0 0 三年 四 月八 日一稿
,

四月二十三 日二稿


